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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测算了１９８９～２０１３年 工 业 分 行 业 的 增 加 值、劳 动 投 入、资 本 存

量，利 用 随 机 前 沿 分 析 （ＳＦＡ）计 算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 分 行 业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ＴＦＰ），进而估计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工业ＴＦＰ增长的效应。本文发现，在考

察期内，只有技术进步基本保持了持续增长，配置效率改善在２０００年以后明显放

缓；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显著提高了工业ＴＦＰ增长率，但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

著；将考察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后发现，后一阶段所有制结构变化对ＴＦＰ的促进作

用明显小于前一阶段。工业改革的重点在于促使资源合理、自由流动，创造公平的

市场环境，为工业ＴＦＰ增长释放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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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经历了３０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后，中国工业的增长速度与规模都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程

度。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中国工业增长始终未能摆脱效率低下问题的困扰 （伍晓鹰，

２０１３）。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化最终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的变化上，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是中国工业得以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源泉 （杨汝岱，２０１５）。
现有文献关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增长的研究主要围绕四条路径展开：第一

类文献主要聚焦于中国工业ＴＦＰ较高的增长速度。Ｂｒａｎｄｔ等 （２００９）依托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运用余值法测算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中国工业ＴＦＰ年均增速为７．７％。陈诗一 （２０１１）使

用中国工业分行业数据通过随机前沿分析 （ＳＦＡ）方法进行测算后，得出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中

国工业ＴＦＰ年均增速高达１０％～１３％。第二类文献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工业ＴＦＰ增长保持了

适中的速度。曾先锋等 （２０１２）使用了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三要素投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

型，测算出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３６个行业的ＴＦＰ年均增长率为５．４３％。杨汝岱 （２０１５）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基于ＯＰ、ＬＰ方法计算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中国制造业的ＴＦＰ年均

增速约为３．８３％。第三类文献则认为中国工业ＴＦＰ增长速度缓慢甚至近于零增长。伍晓鹰

（２０１３）测算发现，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工业ＴＦＰ年均增长率只有０．５％，远不如处在相似阶

段的东亚经济体ＴＦＰ的表现。这三类文献的发现之所以存在较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源自所

使用的测算方法、资料来源和考察范围的不同。第四类文献主要研究中国工业ＴＦＰ变化的

影响因素。王德文等 （２００４）强调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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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较快增长提高了中国工业的总体效率。刘伟和李绍荣 （２００１）则根据所有制结构变化

解释了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总体而言，这一类文献都强调了结构变革和配置效率改善在促进

ＴＦＰ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工业改革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放权让

利”为主要内容的工业 （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旨在解决管理层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基本未

涉及产权；第二阶段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工业 （企业）

所有权改革；第三阶段是２１世纪以 来 以 “国 有 企 业 战 略 调 整”为 主 要 内 容 的 工 业 （企 业）

布局调整和改革。

由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ＴＦＰ增长与所有制结构的散点图可以发现，两者呈现负相关

关系，并且大多数散点分布在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初步看来，国有企业比重的下降推动了

ＴＦＰ增长。Ｓｏｎｇ等 （２０１１）的研究结果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他们发现国有

企业改革引起的要素重置导致了每年４．２％的ＴＦＰ增长，同时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间工业ＴＦＰ增

长的７０％是由要素从非效率企业流向有效率企业引起的。此外，由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

ＴＦＰ增长与所有制结构变动的时间趋势图可以进一步观察到ＴＦＰ增长率与所有制结构的变

动呈现出相反的趋势①。国有企业总产值增长率自１９９３年之后出现明显的下降，工业ＴＦＰ
增速从１９９７年开始逐渐提升，这些情况均与我国工业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恰好吻合。国有企

业总产值增长率自２００３年开始又有了明显的回升，同时工业ＴＦＰ增速亦有所放缓，并在之

后的数年里随着国有企业总产值增长率的波动而增减。这一时期的变化恰好是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成立和以 “国有企业战略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阶段。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使用中国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

随机前沿分析 （ＳＦＡ）方法详细测算了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的变

化情况。与已有研究相比，我们将考察期限向后推进了一大步，有助于观察近年来发生的最

新变化。本文经过全 面 细 致 的 数 据 处 理 工 作，测 算 得 到 了 我 国 工 业 ＴＦＰ年 均 增 长 率 约 为

５．３０９１％②。进一步将考察期划分为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两个阶段，相对应的工

业ＴＦＰ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３．０５５９％和７．９７２１％。第二，在详细测算了工业ＴＦＰ增长率的

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 （ＴＣ）、技术效率变化 （ＴＥＣ）、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Ｃ）
和配置效率变化 （ＡＥＣ）四个部分。第 三，在 控 制 了 人 力 资 本 水 平、外 资 结 构 和 规 模 结 构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后，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变化、技术进步 （ＴＣ）、配置效率变化 （ＡＥＣ）等指标的影响。第四，根据中国工

业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我们进一步将考察期划分为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两个时间

段分别进行回归检验，比较了两个子时期内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工业ＴＦＰ变化及配置效率改

善等指标影响的差异。可以这么认为，本文所做的工作为新一轮工业改革提供了进一步的经

验证据。

一、模　　型

早期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的变化一般使用 “索洛余值法”（ＳＲＡ），这种方法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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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篇幅所限，散点图和时间趋势图未列出，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这里的ＴＦＰ年均增长率是指本文构造的第一套数据的计算结果，也就是主要计量部分使用的数据，本文测算出

的第二套ＴＦＰ年均增长率为６．２０６７％，即稳健性检验中所使用的数据。两套数据计算结果较为接近。



经济主体技术有效。由于转型国家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以及制度缺陷等会造成效率损

失，中国的工业企业并不处于最佳前沿技术水平上 （周晓艳和韩朝华，２００９）。前沿技术方

法因克服了这一缺点，近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据包络分析 （ＤＥＡ）将ＴＦＰ增长分解为

技术进步 和 技 术 效 率 两 部 分，技 术 效 率 又 包 括 规 模 效 率 和 纯 技 术 效 率。随 机 前 沿 分 析

（ＳＦＡ）方法则将ＴＦＰ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 （ＴＣ）、技术效率变化 （ＴＥＣ）、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Ｃ）和配置效率变化 （ＡＥＣ）四个部分。一般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配置

效率改善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 （姚战琪，２００９）。为了分析所有制结构变化对资源配置

的影响，准确了解结构改革提高ＴＦＰ增长的潜力，我们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工业ＴＦＰ
的变化进行测算。

１．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及ＴＦＰ增长率分解

参照Ｋｕｍｂｈａｋａｒ等 （２０００）的研究，采用随机前沿分析 （ＳＦＡ）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的变化，并进一步分解得到四个效率变化指标。假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ｙｉｔ＝ｆ （ｘｉｔ，ｔ；β）ｅｘｐ （ｖｉｔ－ｕ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与ｘｉｔ分别表示ｉ产业在ｔ年的产出水平和投入向量。生产函数的确定性部分，
即最优产出前沿为ｆ （ｘｉｔ，ｔ，β），β是生产函数中的待估参数。ｖｉｔ与ｕｉｔ分别表示一般测量误

差或其他不可控的随机因素与技术无效率项，两者相互独立。
假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为超越对数形式，引入要素投入与时间趋势的交叉项ｔｌｎｘｉｔ代表

可能发生的非中性技 术 进 步。假 定 有 两 种 投 入：劳 动 （Ｌ）和 资 本 （Ｋ），对 式 （１）取 对

数得：

ｌｎｙｉｔ＝β０＋βＬｌｎＬｉｔ＋βＫｌｎＫｉｔ＋
１
２βＬＬ

（ｌｎＬｉｔ）２＋１２βＫＫ
（ｌｎＫｉｔ）２

＋βＬＫｌｎＬｉｔｌｎＫｉｔ＋β１ｔ＋
１
２β２ｔ

２＋β３ｔｌｎＬｉｔ＋β４ｔｌｎＫｉｔ＋ｖｉｔ－ｕｉｔ

（２）

表１报告了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初步估计结果。其中，模型１为本

文用来测算主要计量分析部分使用的ＴＦＰ增长率的模型，模型２为测算稳健性检验中使用

的ＴＦＰ增长率的模型。从表１提供的信息来看，两个模型计算的效率时变参数η的系数均

显著为负，表明在考察期内，工业技术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恶化。模型２变量的系数

基本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同时，资本、劳动以及二者的平方项和交叉项的系数与经济学

理论预期相符，模型回归的整体效果非常好。相比而言，模型１的效果稍差一些。衡量技术

无效率对生产波动解释力的γ值模型２比模型１也更接近于１。尽管如此，对数似然函数值

以及ＬＲ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得到参数估计后，我们进一步计算得到ＴＦＰ变化的四个部分：技术进步 （ＴＣ）、技术

效率变化 （ＴＥＣ）、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Ｃ）和配置效率变化 （ＡＥＣ）①。

ＴＦＰｉｔ＝
ｌｎ （ｘｉｔ，ｔ；β）

ｔ －ｄｕｉｔｄｔ＋
（εｉｔＬ－ｓｉｔＬ）Ｌｉｔ＋ （εｉｔＫ－ｓｉｔＫ）Ｋｉｔ

＝ｌｎ
（ｘｉｔ，ｔ；β）
ｔ －ｄｕｉｔｄｔ＋

（ＲＴＳｉｔ－１）（λｉｔＬＬｉｔ＋λｉｔＫＫｉｔ）

　＋ （λｉｔＬ－ｓｉｔＬ）Ｌｉｔ＋ （λｉｔＫ－ｓｉｔＫ）Ｋｉｔ

（３）

·９５·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结构演变：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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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分行业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变　量 系　数 模型１ 模型２

常数项 β０
３．０２＊＊＊

（３．４０）
３．０５＊＊＊

（４．３４）

ｌｎＬｉｔ βＬ
０．４２＊＊

（１．３０）
０．１５
（０．８４）

ｌｎＫｉｔ βＫ
０．１０
（０．３４）

０．３１＊＊

（１．８０）

（ｌｎＬｉｔ）２ βＬＬ
－０．０９
（－１．０６）

０．１４＊＊＊

（３．５１）

（ｌｎＫｉｔ）２ βＫＫ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１６＊＊＊

（４．０７）

ｌｎＬｉｔ×ｌｎＫｉｔ βＬＫ
０．０４
（０．９１）

－０．１４＊＊＊

（－３．５０）

ｔ β１
０．１３＊＊＊

（２．６８）
０．１０＊＊＊

（３．６７）

ｔ２ β２
０．０１＊＊＊

（５．９８）
０．０１＊＊＊

（１０．５５）

ｔｌｎＬｉｔ β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３＊＊＊

（４．０３）

ｔｌｎＫｉｔ β４
－０．０２＊＊＊

（－２．４６）
－０．０４＊＊＊

（６．１９）

σ２
０．６５＊＊＊

（８．８５）
１．３４＊＊＊

（３．１７）

γ
０．８７＊＊＊

（１０８．２２）
０．９３＊＊＊

（３９．４９）

μ
１．５１＊＊＊

（３．５５）
１．８８＊＊＊

（５．９５）

η
－０．０２＊＊＊

（－５．００）
－０．０２＊＊＊

（－７．２３）

对数似然函数值 ３５５．０８　 ３４２．１５

ＬＲ值 １２１８．４８＊＊＊ １４１１．４０＊＊＊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分别表示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估计结果由软件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４．１得到。

其中，ε为要素的产出弹性，即εｉｔＬ＝ｌｎｆ （ｘｉｔ，ｔ；β）／ｌｎＬｉｔ，εｉｔＫ＝ｌｎｆ （ｘｉｔ，ｔ；β）／

ｌｎＫｉｔ。ｓ为 要 素 的 成 本 份 额，即：ｓｉｔＬ＝ｗｉｔＬｉｔ／ （ｗｉｔＬｉｔ＋ｒｉｔＫｉｔ），ｓｉｔＫ ＝ｒｉｔＫｉｔ／ （ｗｉｔＬｉｔ＋
ｒｉｔＫｉｔ）。ＲＴＳ为投入规模弹性，与１相比较可以用来测度规模报酬，ＲＴＳｉｔ＝εｉｔＬ＋εｉｔＫ。λ表

示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的相对产出弹性，即λｉｔＬ＝εｉｔＬ／ＲＴＳｉｔ，λｉｔＫ＝εｉｔＫ／ＲＴＳｉｔ。
显然，按照式 （３），ＴＦＰ的变化被分解为四项，代入生产函数式 （２）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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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

ＴＣｉｔ＝
ｌｎ （ｘｉｔ，ｔ；β）

ｔ ＝β１＋β２ｔ＋β３ｌｎＬｉｔ＋β４ｌｎＫｉｔ （４）

技术效率变化：

ＴＥＣｉｔ＝ｌｎＴＥｉｔ／ｔ＝
－ｄｕｉｔ
ｄｔ

（５）

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Ｃｉｔ＝ （ＲＴＳｉｔ－１）（λｉｔＬＬｉｔ＋λｉｔＫＫｉｔ）

＝ （βＬ＋βＬＬｌｎＬｉｔ＋βＬＫｌｎＫｉｔ＋β３ｔ＋βＫ＋βＫＫｌｎＫｉｔ＋βＬＫｌｎＬｉｔ＋β３ｔ－１）

烄

烆
× βＬ＋βＬＬｌｎＬｉｔ＋βＬＫｌｎＫｉｔ＋β３ｔ
βＬ＋βＬＬｌｎＬｉｔ＋βＬＫｌｎＫｉｔ＋β３ｔ＋βＫ＋βＫＫｌｎＫｉｔ＋βＬＫｌｎＬｉｔ＋β３ｔ

Ｌｉｔ

　＋ βＫ＋βＫＫｌｎＫｉｔ＋βＬＫｌｎＬｉｔ＋β３ｔ
βＬ＋βＬＬｌｎＬｉｔ＋βＬＫｌｎＫｉｔ＋β３ｔ＋βＫ＋βＫＫｌｎＫｉｔ＋βＬＫｌｎＬｉｔ＋β３ｔ

Ｋ
烌

烎
ｉｔ

（６）

配置效率变化：

ＡＥＣｉｔ＝ （λｉｔＬ－ｓｉｔＬ）Ｌｉｔ＋ （λｉｔＫ－ｓｉｔＫ）Ｋｉｔ

＝ βＬ＋βＬＬｌｎＬｉｔ＋βＬＫｌｎＫｉｔ＋β３ｔ
βＬ＋βＬＬｌｎＬｉｔ＋βＬＫｌｎＫｉｔ＋β３ｔ＋βＫ＋βＫＫｌｎＫｉｔ＋βＬＫｌｎＬｉｔ＋β３ｔ

－ｓ（ ）ｉｔＬ
Ｌｉｔ

　＋ βＫ＋βＫＫｌｎＫｉｔ＋βＬＫｌｎＬｉｔ＋β３ｔ
βＬ＋βＬＬｌｎＬｉｔ＋βＬＫｌｎＫｉｔ＋β３ｔ＋βＫ＋βＫＫｌｎＫｉｔ＋βＬＫｌｎＬｉｔ＋β３ｔ

－ｓ（ ）ｉｔＫ
Ｋｉｔ

（７）

以上四个效率指标中，技术进步 （ＴＣ）表示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出随时间的变

化，即由生产活动的技术改进引起的产出增长；技术效率变化 （ＴＥＣ）指在一定的技术条

件和要素投入下，实际产出与潜在最大产出之间差距的变化，即技术和要素的应用效率的改

变；由于规模经济 （或规模不经济）导致的生产率变化由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Ｃ）度量；配置

效率变化 （ＡＥＣ）衡量了由于要素投入比例变化导致的生产率改进。

最后，将参数估计值代入式 （４）～式 （７）计算出ＴＣ、ＴＥＣ①、ＳＥＣ和ＡＥＣ后相加即

得到各行业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２．计量模型设定

通过ＳＦＡ方法计算出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分行业工业ＴＦＰ增长率，并将其分解为四个效率

变化指标后，需要进一步研究所有制结构变动对ＴＦＰ增长、配置效率变化等的影响。

一般认为，外资的引入会对工业企业生产率造成诸多方面的影响。例如，外资企业由于

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外溢作用，促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

不同可能造成技术效率的差异，同时通过在市场上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和竞争对他们产生影

响。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一方面会导致大型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也有可能

降低竞争程度，形成垄断并造成效率损失。因此，我们将外资结构和规模结构变化作为控制

变量引入模型中。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受到广泛的关注。在已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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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技术效率的值由软件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４．１直接给出结果。



中，人力资本更多地被看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蔡昉，２０１３），有时与物质资本、
全要素生产率等并列为经济增长的动因 （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１０）。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

够促使劳动力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从而对ＴＦＰ的变化

有积极影响。Ｉｌｍａｋｕｎｎａｓ和 Ｍｉｙａｋｏｓｈｉ（２０１３）的实证结果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他们的回归

结果甚至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老龄化对ＴＦＰ有正向影响。Ｓｃｈｅｒｎｇｅｌｌ等 （２０１４）指出，虽

然知识资本很少被视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但在中国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却发挥着重

要作用，类似的结论得到了相关的跨国经验研究的支持。Ｐａｒｋ （２０１２）有关１２个亚洲经济

体的经验研 究 发 现，人 力 资 本 水 平 对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贡 献 正 在 逐 步 提 高。我 们 参 考

Ｐａｒｋ （２０１２）的做法将人力资本水平与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纳入控制变量中。结合以上分析，

建立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Ｐｉｔ＝α０＋αｉ＋ρ１ＳＯＣｉｔ＋ρ２ＳＳＣｉｔ＋ρ３ＦＳＣｉｔ＋ρ４Ｈｉｔ＋ρ５ｌｎＳＴｉｔ＋ξｉｔ （８）

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ξ为随机扰动项。Ｐ表示被解释变量，包括重点关注

的ＴＦＰ增长、技术进 步、技 术 效 率 变 化、规 模 效 率 变 化 和 配 置 效 率 变 化。ＳＯＣ、ＳＳＣ和

ＦＳＣ分别代表了所有制、规模和外资三种结构改革变量。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活动经费分

别用 Ｈ和ＳＴ表示。

二、数据处理与变量度量

１．资料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由于存在数据缺失、工业行业分类标准、指标统

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使延长考察期限存在一定的困难。此外，本文尤其关注工业所有制结

构变化的影响，并涉及规模结构和外资结构变量，需要估算不同经济类型的分行业工业总产

值、从业人数等数据，对数据的可得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限制了考察的时间跨度。

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延伸时间跨度，同时尽可能保证数据准确性，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本

文将考察期限设定为１９８９～２０１３年①。考虑到中国工业所有制改革主要发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之后，本文对时间跨度的选择并没有损失太多有价值的信息，基本能够反映近２０年来工

业各行业ＴＦＰ的变动情况和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作用。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 《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 （镇）生活与价格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２．数据处理原则

陈诗一 （２０１１）构造了中国３８个工业两位数行业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间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

库。从我们得到的信息来看，陈诗一 （２０１１）的工作是目前处理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时间跨度

最长且对数据处理最为细致的，因此本文的数据处理基本依照陈诗一 （２０１１）所提出的方法

进行。当然，由于个别变量度量的需要，考察期限的延伸等原因，本文对一些数据处理原则

进行了变通。
（１）行业归并与缺失数据的处理原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ＧＢ／Ｔ４７５４）首次发

布实施于１９８４年，分别在１９９４年 和２００２年 进 行 了 修 订，最 近 一 次 修 订 是 在２０１１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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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可获得的最早数据为１９８０年，但１９８９年之前的数据并不足以

构造不同经济类型的分行业数据。同时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均远不及１９８０年。



２０１２年开始运用最新版本的行业分类标准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与２００２版 相 比，最 主 要 的

变化是工业行业３９个中类变为４１个。具体地，增加了 “开采辅助活动”和 “金属制品、机

械和设备修理业”，将原来的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划分为 “汽车制造业”和 “铁路、船

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和 “塑料制品业”统一为 “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考虑到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中只涉及两年２０１１版的行业划分标准，所以依然按照

２００２年版的标准对其他年份的行业进行归并处理①。相应地，需要将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汽车制

造业”和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归并为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按照２０１１年的比例将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拆分到 “橡胶制品业”和 “塑料制品业”中。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３年开始报告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和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

工业”两个行业的相关数据，此前的统计数据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能将这两个行业分离出来，
故而将它们与 “其他采矿业”统一归并为 “其他工业”。类似地，将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其他矿

采选业”和 “其他制造业”归并为 “其他工业”。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的统计年鉴并未报告这两个

行业各指标的具体数据，我们可以通过整个工业减去其他行业相应数据的和得到。２０１１年之

后新增的 “开采辅助活动”和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与相应年份的 “工艺品及其他

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和 “其他采矿业”同样归并到 “其他工业”中。
对于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全部工业企业②数 据，需 要 把 “食 品 制 造 业”和 “饲 料 工 业”加 总

后按照１９９３年的比例拆分到 “食品加工业”和 “食品制造业”中去。类似地，将 “机械工

业”拆分到 “普通机械制造业”和 “专用设备制造业”中。１９９３年之后的 “石油加工及炼

焦业”和 “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与１９９２年及以前的 “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和 “石油

加工业”相对应，需参照１９９３年的比例将 “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进行分解并与 “石油

加工业”合并。“采盐业”“其他矿采选业”和 “工艺美术品制造业”统一归并到 “其他工

业”中。对于１９９２年及以前的国有工业企业③分行业数据，统计年鉴缺失了 “服装及其他纤

维制品制造”“皮革毛皮及其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医药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数据。我们的处理方式是用国有工业合计数值减去非缺失行业各

指标数值之和，得到的差额再按照相应指标１９９３年的比例拆分到各缺失行业中。需要说明的

是，与陈诗一 （２０１１）类似，本文也假定统计年鉴中的一些工业行业名称是前后对应的④。
最后，我们对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的处理与陈诗一 （２０１１）不同。该行业在２００２年

版的标准中从 “采矿业”大类划分到 “农、林、牧、渔业”大类，从此不再属于工业行业的

统计范围。为了适应新标准的变化，我们研究工业行业时也不再关注该行业。
本文最终估算了３７个工业行业１９８９～２０１３年的工业增加值、劳动投入、资本存量、工

业总产值等指标，获得共计９２５个观测点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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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相对来讲，２００２年版的划分标准能够反映较新的行业分类情况，同时也是考察期内使用时间最长的版本。另外，

在使用２００２年版的时期内，数据完整性较好，以这一划分标准进行归并可以尽可能地保证数据质量。

这里的 “全部工业企业”指的是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没有 包 括 非 独 立 核 算 的 工 业 企 业，之 所 以 使 用 “全 部 工

业企业”的提法，只是为了区别于下文的国有工业企业。

同样地，这里的 “国有工业企业”指的是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值得指出的是，１９９１年及以前统计年 鉴 使 用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名称，在这里，我们对它与国有企业不加以区别。

例如，假定１９９２年及以前的 “建筑材料 及 其 他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与１９９３年 及 以 后 年 份 的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对应，１９９２年及 以 前 的 “缝 纫 业”与 “服 装 及 其 他 纤 维 制 品 制 造”对 应，其 他 具 体 的 行 业 对 应 假 定 可 参 见 陈 诗 一

（２０１１）。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会损失一年的信息，因此，实际上在计量模型回归时共计８８８个观测点。



（２）工业统计口径调整。工业统计口径在考察期内也有变化。１９９７年及以前按照隶属

关系划分为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和非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两部分。１９９８年将工业统计口

径改划分为 “规模以上”和 “规模以下”两个部分，在考察期内，“规模以上”的标准也有

变化。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全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

的非国有企业；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该 范 围 改 为 年 主 营 业 务 收 入５００万 元 及 以 上 的 工 业 企 业；

２０１１年至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范围则调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

的工业企业。本文参考陈诗一 （２０１１）的做法，将各个时期不同统计口径下的数据调整到统

一的 “全部工业”口径。

在构造全部工业口径的分行业数据时①，根 据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将

各行业１９９７年以前的数据以统一比例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根据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４年各行业国

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通过线性假定计算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各

行业的调整比例②。一方面，由于没有合适的口径调整比例；另一方面２００７年以后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在全部工业所占的比重很大，能够基本反映工业的整体情况，故而对于２００７年及

以后年份的调整比例假定为１，换言之，对２００７年以后的数据并没有进行实质上的口径调整。
（３）变量度量方法。我们首先介绍回归模型中变量度量方法。已有文献采用了多种度量

所有制结构的方法，李楠 （２０１０）参考Ｒｅｙｎａｌ－Ｑｕｅｒａｌ（２００２）、Ｍｏｎｔａｌｖｏ和Ｒｅｙｎａｌ－Ｑｕｅｒａｌ
（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有关民族和宗教分化的研究方法将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主

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税收及附加等五项指标经过计算和加权平均构造了所有制分化指数，

这是目前最为复杂和全面的度量方法。其他度量指标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张军

等 （２００９）使用国有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衡量所有制结构改革。这种从产出的角度对结构调

整进行度量的方法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即它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而且所使用的数据可得性

较高。因此，本文在主要计量分析部分沿用了这一方法。宫旭红和曹云祥 （２０１４）选择了樊

纲和王小鲁 （２０１１）在计算市场化指数时用以衡量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行业国家资本与行业总

产值的比值作为对制度的度量，该方法结合了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从投入角度对所有制结

构进行度量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刘小玄 （２００４）使用国有企业实收资本占行业

资本的比重进行衡量，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７）、张红凤和张肇中 （２０１３）也采用了同样的方

法；另一类文献则使用国有 （或非国有）从业人员占工业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来度量所有制

结构 （刘伟和李绍荣，２００１；吴延兵，２０１２）。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参考这一方法，使用国

有从业人员占比的增长率来衡量所有制结构变化③。

基于数据可得性以及变量度量方法前后一致性的考虑，规模结构和外资结构变化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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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一 （２０１１）同样构造了全部工业口径的分行业数据，我 们 采 用 了 与 他 相 似 的 方 法，因 此 对 相 同 的 内 容 将 不

再做出详细的说明，只给出简略的介绍，如有需要可参考陈诗一 （２０１１）。本研究数据涉及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相关变

量的估算，方法需要必要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以线性方法构造出的２００５年与２００６年某些行业的口径调整比例大于１，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将

大于１的行业的调整比例统一改为１，即认为统计口径内的规模以上企业已经基本覆盖了该行业的绝大部分，可以代表该

行业的总体情况。

实际上，不同经济类型的工业分行业实收资本和从业人员数据均有一定的缺失。统计年鉴中缺少１９９９年以前的不

同所有制及全部工业企业实收资本数据，同时缺少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相应数据。从业人员数据缺失相对较少，缺失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相关数据。考虑到数据估算可能会造成的偏差，我们选择使用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占比增长

率进行度量。此外，我们倾向于使用从业人员占比来衡量所有制结构，是因为国有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得获得各类补贴和信

贷资源，具有较高的资本深化程度，用资本占比来度量所有制结构有可能会高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与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度量方法类似，分别使用了两种指标来衡量。在主要计量分析部分参考

张军等 （２００９）的做法使用大中型工业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增长率来

度量两种结构改革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参考刘伟和李绍荣 （２００１）的做法，用大中型工业

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占行业从业人员比重度量规模结构和外资结构，
并进一步计算该比值的增长率作为结构变化的衡量指标①。已有文献普遍采用人均受教育年

限度量人力资本水平，但我们无法获得工业分行业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的完整数据②。一般

情况下，科研人员比普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高，科研人员占行业全部就业人员的比

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行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夏良科 （２０１０）利用各行业科技活动人员

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报告工业

分行业Ｒ＆Ｄ人员数，在此之前报告的均为科技活动人员数。我们利用这些数据分别估算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的科技活动人员数和Ｒ＆Ｄ人员数③，将二者占行业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度量

人力资本水平，分别用于主要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中。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０９年开始报告

的Ｒ＆Ｄ人员数以规模以上企业为统计口径，２００７以前的统计口径则为大中型企业。２００４
年和２００８年同时报告了规模以上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相应数据，这为我们将口径调整一致

提供了可能④。类似地，统计年鉴自２００９年起报告了规模以上 工 业 企 业Ｒ＆Ｄ经 费 内 部 支

出，在此之前报告的则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同时报告了

两种统计口径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我们据此估算了２００９年及以后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

技活动经费支出，将统计口径前后统一。
接下来说明随机前沿模型中变量 的 度 量。本 文 以 工 业 增 加 值 衡 量 各 行 业 产 出 （ｙ），投

入包括资本投入 （Ｋ）和劳动投入 （Ｌ）。统计年鉴中报告了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工业分行业的增

加值序列，只需将它们按照前文介绍的行业归并原则进行处理即可。２００８年之后 《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都不再报告增加值数据，已有文献一般采用的方法是通

过总产值、中间投入和应交增值税计算，这种估算方法有一定的误差。我们注意到２００９年

之后很多省份统计年鉴依然报告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序列，于是本文采用了一种折中的办法，
即对没有公布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序列的省份增加值进行估算，然后将全国３１个省份分行业

增加值序列加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误差。１９９２年之前统计年鉴报告的是工业分行业

净产值数 据，我 们 采 用 陈 诗 一 （２０１１）的 方 法，用 工 业 净 产 值 加 上 当 年 的 计 提 折 旧 估 算

１９９２年及以前的工业增加值。获得了１９８９～２０１３年工业增加值数据后根据口径调整方法将

工业分行业增加值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最后，根据 《中国城市 （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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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控制变量的规模结构和外资结构度量所使用的数据可得性较所有制结构更差。

曾先锋等 （２０１２）基于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的全国人口普查、１９９５年全国工业普查和２００４年全国经济普查４年的

工业分行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并假定行业人力资本存量与全国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具有相同 的 增 长 率，估 算 了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的３６个行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本文的考察期向后推进了６年，如果采用这种估算方

法将造成更大的误差。所以我们倾向于采用数据可得性更强的度量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活动人员为２００３年开始使用的指标，２００２年及以前的统计年鉴中称为技术开发人员。我们

使用科技活动人员数与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的差值来估算２００９年之前的Ｒ＆Ｄ人员数，用２００８年各行业Ｒ＆Ｄ人员数与

科技活动人员数的比例构造２００９年之后的科技活动人员数。类似在下文中，科技活动经 费 支 出 是 自１９９７年 开 始 使 用 的

指标，此前使用技术开发经费支出代替。

实际上，我们按照２００８年的比例将２００９年以后的数据 统 一 调 整 到 了 大 中 型 企 业 口 径，这 是 因 为 考 察 期 内 使 用

大中型口径的时期较长，下文中使用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在统计年鉴中也多以大中型企业口径进行报 告，采 用 大 中 型 企

业口径而不是规模以上口径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此外，我们没有将这两个控制变量调整到全部工 业 口 径，主 要 是 因 为

考虑到不同类型企业的科研动力有较大的差异，并不存在一个合适的调整比例。



供的工业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①对增加值数据进行平减，统一调整为以１９９０年为不

变价的增加值序列。
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来衡量，采用通行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Ｋｉｔ＝ （１－δｉｔ）Ｋｉｔ－１＋

Ｉｉｔ，其中，Ｋｉｔ、Ｋｉｔ－１分别表示ｉ行业在第ｔ年和第ｔ－１年的资本存量，Ｉｉｔ、δｉｔ为ｉ行业在第

ｔ年的可比价的投资额和资本折旧率。参考陈诗一 （２０１１）的做法，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的折旧率

直接使用统计年鉴中报告的数值，以后年份的折旧率由本年折旧比上年固定资产原值计算而

来，未公布本年折旧年份的由当年累计折旧与上年累计折旧的差求得，而累计折旧则可由当

年固定资产原值与固定资产净值的差计算得到。投资额序列是各行业当年固定资产原值与上

年固定资产原值的差，进而根据工业总产值占比将各行业投资额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由于

无法获得工业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我们以１９９０年为１００的全部工业的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各个行业进行统一平减。
我们参考陈 诗 一 （２０１１）的 做 法，构 造 了 两 套 工 业 分 行 业 劳 动 投 入 数 据②。第 一 套 由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分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构造，
统计口径与上文工业分行业总产值的口径一致。所以需要通过总产值占比调整为全部工业口

径。第二套为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工业分行业职工人数，它的

统计口径为全部工业，无需进行进一步的口径调整。将两套不同的劳动投入数据与上述增加

值和资本存量结合可计算两套生产率指标，分别用于主要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中。
在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计算配置效率改善进而计算ＴＦＰ增长时，需要估计两种投入

要素的成本份额。我们参考涂正革和肖耿 （２００５）、牛泽东等 （２０１２）的做法，用各行业固

定资产折旧和利息支出度量资本投入的成本，劳动投入的成本由各行业劳动报酬衡量。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１．生产率的增长：结构演变的作用

使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式 （８）进行回归③，估计结果报告在表２中。
从表２提供的信息来看，在整个考察期，所有制结构改革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增长

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④。具体来说，国有企业总产值增长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工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变化会增加２．５％。同时，所有制结构改革与ＴＦＰ分解得到的四个效率变化指

标呈现 出 不 同 程 度 的 正 相 关 关 系。所 有 制 结 构 变 动 与 技 术 进 步 （ＴＣ）和 技 术 效 率 变 化

（ＴＥＣ）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与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Ｃ）和配置效率变化 （ＡＥＣ）呈现

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总产值增长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会引起规模效率变化和配

置效率变化分别提高０．９１％和１．１９％。这表明，所有制结构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

用主要是通过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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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鉴中提供的是以上年为１００的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此，我们首先构建以１９９０年为１００的价格指

数，进而对缺失数据进行处理，２００２年以前的农副食品价格业、印刷业和普通设备制造业分别用同期食品制造业、造纸

及纸制品业和专业设备制造业的价格指数代替。

本文这部分数据处理方法与陈诗一 （２０１１）基本相同，因 此 没 有 给 出 详 细 的 说 明，只 提 供 了 简 单 的 介 绍，具 有

资料来源和处理方法可参看陈诗一 （２０１１）。

经过豪斯曼检验，应使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故表２报告的是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模型 （８）中所有制结构改革变量以国有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和国有工业从业人员占比的变化率来

度量，其值越小说明所有制结构改革力度越大。表２中所有制结构改革参数估计值为负，表明国有工业总产值与ＴＦＰ的

变化负相关，也就是说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工业ＴＦＰ正相关。



表２ 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

变　量 ＴＦＰ　 ＴＣ　 ＴＥＣ　 ＳＥＣ　 ＡＥＣ

ＳＯＣ
－０．０２５０＊＊＊

（－６．４２）
－０．００２０
（－１．３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９７）

－０．００９１＊＊＊

（－２．６１）
－０．０１１９＊＊＊

（－３．８１）

ＳＳＣ
－０．０２６３＊＊＊

（－３．９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５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３２）

－０．０４０９＊＊＊

（－６．９３）
０．０１１０＊＊

（２．０８）

ＦＳＣ
４．８２×１０－５

（１．２９）
１．８９×１０－５

（１．２７）
２．０９×１０－５＊＊＊

（３．２１）
１．３４×１０－５

（０．４０）
２．９９×１０－６

（０．１０）

Ｈ
０．００２６＊＊＊

（３．８４）
０．００１１＊＊＊

（４．１７）
８．１３×１０－５

（０．７０）
－０．０００７
（－１．３２）

０．００２２＊＊＊

（４．１６）

ｌｎＳＴ
０．０１３７＊＊＊

（７．６９）
０．０２４４＊＊＊

（３５．４４）
－５．３４×１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０５２＊＊＊

（３．７０）
－０．０１９１＊＊＊

（－１４．１３）

常数项
－０．１０８５＊＊＊

（－３．１２）
－０．１９１４＊＊＊

（－２３．９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８０３＊＊＊

（－５．２１）
０．２０２０＊＊＊

（１３．２５）

Ｒ２　 ０．０３３８　 ０．１６５４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７３２

Ｗａｌｄ （５） ２９１．９３　 ２５９４．３７　 １２．３２　 ９０．６１　 ２８３．０２

观测值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ｚ统计量；＊、＊＊、＊＊＊分别代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非国有股份比国有股份对公司生产率具有更大的激

励作用 （胡 一 帆 等，２００６）。天 则 经 济 研 究 所 课 题 组 （２０１１）的 报 告 显 示：２００９年 中 国 石

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１０家企业占央企实现利润的７０％以上，这些利润主要依靠垄断

势力获得。该报告同时指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不但低于非国有企业，而且国

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真实绩效。国有企业享有政府财政补贴、融资、土地及资源租金

等各方面的优惠，如果还原企业真实成本，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平均资

产收益率将从８．１６％变为－１．４７％，远 低 于 非 国 有 企 业 的１２．９％。给 定 市 场 结 构 的 影 响，
当有着较为健全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非国有企业在产业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时，产业绩

效就会向着积极的方向变化 （孙早和王文，２０１１）。我国工业所有制改革涉及国有企业退出、
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国有企业 “股份制改造”等诸多内容，一方面使非国有成分比重上升，另一

方面业改善了国有企业的绩效。可以肯定，所有制结构改革在整体上促进了工业ＴＦＰ增长。
表２显示所有制结构改革没有显著推动技术进步 （ＴＣ）。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技术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风险投资，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融资能

力较差、获取银行贷款也更加困难。一个自然的后果是，尽管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动

力，但资金瓶颈往往约束了其创新能力，导致非国有企业没有表现出比国有企业更快的技术

进步。贺聪和尤瑞章 （２００８）、戴静和张建华 （２０１３）的经验研究结果印证 了 我 们 的 判 断。
在考察期内，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技术进步却始终保持了稳定增长，特

别是在进入２１世纪后成为工业ＴＦＰ增长的主要来源。由表２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

高和科技投入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夏良科 （２０１０）用数据包络方法测

算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并分解得到技术进步 （ＴＣ），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回归后

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除了人力资本这种无形资本积累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外，物质资本形成特

别是新机器的投入应用，也是技术进步的过程。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技术进步是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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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重要原因，它与非体现型的技术进步共同构成了ＴＦＰ的增长 （黄先海等，２００８）。换

言之，我国较高的资本设备投资增长是技术进步维持稳定增长的另一个动力来源。根据杨汝

岱 （２０１５）的测算，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制造业国有企业人均资本存量上升了６２５．９％，民营和外

资企业人均资本存量分别上升了２９３．９％和１２８．８％。这足以说明，我国资本深化的速度较

快，而国有企业内化在机器设备中的技术进步又远远高于非国有企业。这是导致所有制结构

改革与技术进步之间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认为，由于激励、监督、约束机制的差异以及投融资方面的不同待遇，非国有企业

的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 （姚洋和章奇，２００１）。在考察期内，技术效率变化 （ＴＥＣ）始终

为负值，并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表明技术效率恶化逐渐得到了控制。但是表２的估计结

果并没有显示所有制结构改革与技术效率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实施 “抓大放

小”“战略性调整”等政策过程中，优质资源更加集中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国资委的统计

数据①显示：截至２００８年９月，中央企业８２．８％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等八大行业。
正如 （伍晓鹰，２０１３）所指出的那样，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通过政策鼓励和廉价信贷，支

持大型国有企业在所有战略性产业中的发展，得到的是增长率，损失的是效率。如果更多的

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向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改善的空间将会得到进一步拓展。从

这个角度来讲，所有制结构改革要获得更大的成效，仅仅降低国有成分或国有企业产值的增

长率是不够的，还有赖于资源的自由流动，依赖于大型国有企业自身的进一步改革。
所有制结构改革与规模效率显著正相关，表明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好地利用了规模

经济。最后，从表２提供的信息我们看到，所有制结构改革显著促进了配置效率的提高，这

与已有文献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张军等，２００９）。改革初期，整体上工业的资本深化程度

较低，主要依靠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获取有限利润。这一时期，劳动所占投入成本 份 额 过

高，降低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就会提高要素配置效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职工

下岗分流，大大改善了工业企业配置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中国工业各行业的资

本密集度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因其特殊性使用资本代替劳动的动力和能力更强。配置效率扭

曲开始表现为使用了过多的资本，此时，降低国有成分，或者使得资本更多地配置到资本密

集度较低的非国有企业中，将会进一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简言之，回归结果显示ＴＦＰ
增长的重要来源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则有赖于所有制结构的优化。

观察模型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中，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活动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

率 （ＴＦ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两者均与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技术效率的相

关性不显著，基本与预期相符。外资结构的变化对工业ＴＦＰ的影响很小并且不显著，这一

发现与国内许多研究结果呈现惊人的一致性 （覃毅和张世贤，２０１１；柴志贤，２０１３；俞萍萍

和廖利兵，２０１４）。平新乔等 （２００７）认为，外资企业妨碍了国内企业的自主研发，蒋殿春

和张宁 （２００８）则强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歧视性政策破坏了全社会经济效率并阻碍了外资

的技术溢出。总之在考察期内，外资结构变化对工业ＴＦＰ增长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要使外

资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应致力于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并提高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为了更全面地观察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工业ＴＦＰ变化的影响，根据我国工业所有制结构

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我 们 进 一 步 将 考 察 期 划 分 为 两 个 时 间 段。本 文 使 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 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的面板数据对式 （８）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分别报告在表３和表４中。

·８６·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① 数据间接引用自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Ｒ］，２０１１年。



表３ 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

变　量 ＴＦＰ　 ＴＣ　 ＴＥＣ　 ＳＥＣ　 ＡＥＣ

ＳＯＣ
－０．０２７９＊

（－１．７６）
－０．００８８
（－１．４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３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０２４４＊

（－１．８０）

ＳＳＣ
０．０１４７
（０．７５）

－０．０１３７＊

（－１．８５）
０．００２４
（１．１８）

－０．０６７０＊＊＊

（－３．３２）
０．０６４０＊＊＊

（３．８５）

ＦＳＣ
－０．０２１０＊＊＊

（－４．０３）
－０．００４２＊＊

（－２．１５）
－０．００１１＊＊

（－２．０４）
－０．０１９９＊＊＊

（－３．８８）
０．００９３＊＊

（２．１３）

Ｈ
０．０１４５＊＊＊

（３．８７）
０．００５５＊＊＊

（４．８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０９３＊＊＊

（３．８９）
－０．００８９＊＊＊

（－３．６６）

ｌｎＳＴ
０．０１０２＊＊

（２．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１．０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７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７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７９）

常数项
－０．０９７０＊

（－１．７６）
０．０４２９＊＊＊

（３．１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１３）

－０．０１１６
（－０．４１）

０．３５８２
（１．２３）

Ｒ２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１８５４　 ０．０８７７

Ｗａｌｄ （５） １２５．５６　 １５１．９０　 ６．１０　 １３１．１７　 １０１．３６

观测值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８１

　　注：同表２。

表４ 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

变　量 ＴＦＰ　 ＴＣ　 ＴＥＣ　 ＳＥＣ　 ＡＥＣ

ＳＯＣ
－０．０２００＊＊＊

（－５．１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７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６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７８）

－０．０１７７＊＊＊

（－５．８４）

ＳＳＣ
－０．０２７３＊＊＊

（－３．４１）
－０．００２２
（－１．２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２５６＊＊＊

（－４．６７）
０．００２７
（０．４６）

ＦＳＣ
１．４×１０－５

（０．４０）
１．１６×１０－５

（１．５２）
７．９１×１０－６＊＊

（２．５１）
９．６５×１０－６

（０．３７）
－９．２３×１０－６

（－０．３４）

Ｈ
０．００４３＊＊＊

（５．４５）
０．００１１＊＊＊

（６．６７）
３．８８×１０－５

（０．５４）
０．０００８
（１．６２）

０．００１５＊＊＊

（２．６４）

ｌｎＳＴ
－０．０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１６９＊＊＊

（１７．５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９８）

－０．００７３＊＊＊

（－３．３８）
－０．００５８＊＊

（－２．３１）

常数项
０．１１３７＊

（１．７４）
－０．０８２３＊＊＊

（－６．４６）
０．００５１
（０．１６）

０．０７１１＊＊＊

（２．６４）
０．０３０８
（０．９７）

Ｒ２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６１６

Ｗａｌｄ （５） ９８．３８　 ９６４．２１　 ７．７２　 ２９．０２　 ４５．２８

观测值 ４０７　 ４０７　 ４０７　 ４０７　 ４０７

　　注：同表２。

表３的回归结果显示，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国有企业总产值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工业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提高２．７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配置效率的改善，国

有企业总产值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配置效率改善 （ＡＥＣ）增长２．４４％。与整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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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回归结果类似，所有制结构变化对技术进步 （ＴＣ）和技术效率改善 （ＴＥＣ）的促进作

用不显著。不同的是，所有制结构改革与规模效率改善 （ＳＥＣ）的正相关关系也不显著。人

力资本提高和科技活动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资结构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年对工业ＴＦＰ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分别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善、规模效率变化呈现负

相关关系，但与配置效率改善呈现正相关关系。
表４的回归结果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变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地，国有企业总产值增长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工业ＴＦＰ增

长２％。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与ＴＦＰ的四个分解效率变化指标呈现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特别是与配置效率改善 （ＡＥＣ）的正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国有企业总产值增长率每降低一

个百分点，促进配置效率改善１．７７％。尽管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技术进步 （ＴＣ）已取代配 置 效

率改善成为工业ＴＦＰ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技术进步并非得益于所有制结构改革，而仍是

依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活动投入的增加。
进一步地，对比表３和表４的结果，我们发现，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对

工业ＴＦＰ的促进作用比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明显降低了，主要是由于所有制结构改革对配置效率

改善的影响减弱。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特别是 “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中的大型国企资本深化

程度很高，在政策支持下，资本更加集中地流向了这些企业，造成资本收入份额畸高，配置

效率改善放缓甚至恶化。近年来，资本过度深化和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下降已经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虽然国有企业数目减少，国有比重有所降低，但现存的国有企业吸纳了更多的优质资

源，资源配置效率变得更低，导致结构调整的作用大打折扣。这为我们有关中国工业所有制

改革的判断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即保证资源的合理自由流动是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关键

所在。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活动投入对工业ＴＦＰ的促进始终是显著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工

业ＴＦＰ增长的推动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变得更为重要，科技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在加强。
重视人力资本水平提高、鼓励科技活动和创新投入应当是也一直是维持工业内生增长潜力的

重要源泉。外资结构变化的影响在两个阶段发生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转变，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

期间，外资企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增加对工业ＴＦＰ增长产生了显著的阻碍作用，同时与技术

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一时期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

足、技术吸收能力较差，难以应对来自外资企业的冲击。但是，随着外资比重提高使得工业

所有制结构多元化、要素流动更加自由，外资的引入使得工业企业在改革初期劳动密集度较

高的情况下，提高了资本投入份额，从而对配置效率改善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随着内资和

外资企业的良性互动、市场环境等各方面的改善，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外资结构变量对工业ＴＦＰ
增长的阻碍减弱直至消失，并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积极效应。

２．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敏感度，我们采用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及其分

解的四个效率变化指标、所有制结构改革、规模结构变化、外资结构变化、人力资本水平等

变量的不同度量方法对模型 （８）进行估计。其中计算工业ＴＦＰ增长及其效率变化指标、计

算人力资本水平所使用的劳动投入，均由上文所构造的第一套数据替换为第二套数据。分别

用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从业人员占行业从业人员比重的增长率替

代三种类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来度量结构变化，用Ｒ＆Ｄ人员数占行业从业人员的比重

代替科技活动人员占比度量人力资本水平。
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 的 面 板 数 据 对 式 （８）进 行 回 归，结 果 报 告 在 表５中。表５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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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所有制结构改革对工业ＴＦＰ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 比 表５和 表２的 结

果，可以发现除了涉及规模、结构等控制变量的个别参数估计外，主要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

值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太大的变化，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稳健性检验）

变　量 ＴＦＰ　 ＴＣ　 ＴＥＣ　 ＳＥＣ　 ＡＥＣ

ＳＯＣ
－０．０２９７＊＊＊

（－３．５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４８）

－２．５５×１０－５

（－０．３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７７＊＊＊

（－３．３０）

ＳＳＣ
０．０１４７
（１．４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３２）

－６．８２×１０－５

（－０．８５）
０．０３０１＊＊＊

（３．０４）
０．００３９
（０．３９）

ＦＳＣ
０．００２４
（１．２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８）

１．７７×１０－６

（０．１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３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９６）

Ｈ
０．０１０４＊＊＊

（４．８５）
０．００３３＊＊＊

（３．８２）
－８．０６×１０－５＊＊＊

（－４．４７）
０．００６８＊＊＊

（３．３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７７）

ｌｎＳＴ
０．００６８＊＊＊

（３．８５）
０．０３０３＊＊＊

（４１．９６）
０．０００２＊＊＊

（１４．９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１３４＊＊＊

（－８．３０）

常数项
－０．０３８０＊

（－１．９５）
－０．２７３５＊＊＊

（－３１．５７）
－０．００７７＊＊＊

（－２９．７４）
－０．０８００＊＊＊

（－４．４７）
０．１９４４＊＊＊

（１１．１５）

Ｒ２　 ０．０３９５　 ０．１８２４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２３３　 ０．１０７７

Ｗａｌｄ （５） １２６．８９　 ３５９０．３９　 ２９８．０９　 ２４．８６　 １３１．２６

观测值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注：同表２。

使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两个阶段的面板数据对式 （８）进行估计，回归结

果分别报告在表６和表７中。

表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稳健性检验）

变　量 ＴＦＰ　 ＴＣ　 ＴＥＣ　 ＳＥＣ　 ＡＥＣ

ＳＯＣ
－０．０３７３＊＊＊

（－３．８４）
０．００２７
（１．０３）

－３．６７×１０－５

（－０．５２）
－０．０１４６
（－１．４１）

－０．０２７７＊＊

（－２．４１）

ＳＳＣ
０．０６３４＊＊＊

（３．０４）
０．０１０４＊

（１．８２）
－７．８１×１０－５

（－０．５１）
０．１１６９＊＊＊

（５．３０）
－０．０５５８＊＊

（－２．２８）

ＦＳＣ
－０．０２０５＊＊＊

（－２．８７）
－０．００５４＊＊＊

（－２．６３）
－６．５７×１０－５

（－１．２０）
－０．０２３１＊＊＊

（－３．２５）
０．０１３３＊

（１．６９）

Ｈ
－０．００２９
（－０．４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２４）

－３．９９×１０－５

（－０．７１）
０．００５３
（１．０５）

－０．００６７
（－１．２４）

ｌｎＳＴ
０．００５９＊

（１．７７）
０．０１５３＊＊＊

（１２．９４）
０．０００１＊＊＊

（４．１０）
０．００１２
（０．４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５２）

常数项
－０．１６６３
（－０．５０）

－０．１１５２＊＊＊

（９．２９）
－０．００６７＊＊＊

（－１７．８８）
－０．０９２２＊＊＊

（－３．２７）
０．０６１６＊＊

（２．００）

Ｒ２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４０２

Ｗａｌｄ （５） ３１．５５　 ２３０．４３　 ２４．７１　 ３７．６２　 １９．８７

观测值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８１

　　注：同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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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稳健性检验）

变　量 ＴＦＰ　 ＴＣ　 ＴＥＣ　 ＳＥＣ　 ＡＥＣ

ＳＯＣ
０．０３８０
（１．６１）

－０．０００９
（－０．１３）

－８．２５×１０－５

（－０．３８）
０．０４８１＊＊

（２．１９）
－０．０２６２＊＊＊

（－２．６３）

ＳＳＣ
－０．０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００１０
（－０．３４）

－５．５×１０－５

（－０．６３）
５．５４×１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３１＊＊＊

（３．１８）

ＦＳＣ
０．００４４＊＊

（２．５９）
０．０００７
（１．４２）

５．０４×１０－６

（０．３５）
０．００２８＊

（１．７９）
０．０００２
（０．３１）

Ｈ
０．０１８１＊＊＊

（８．０４）
０．００４８＊＊＊

（６．９１）
－２．２×１０－５

（－１．０５）
０．０１０５＊＊＊

（５．０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２４）

ｌｎＳＴ
－０．０１３５＊＊＊

（－４．１５）
０．０２３３＊＊＊

（１８．６８）
０．０００２＊＊＊

（５．１２）
－０．０１１１＊＊＊

（－３．８５）
－０．００４７＊＊＊

（－３．４４）

常数项
０．２２０２＊＊＊

（５．４９）
－０．１７５９＊＊＊

（－１０．８１）
－０．００７４＊＊＊

（－１３．９７）
０．０６５８＊

（１．８６）
０．０６４３＊＊＊

（３．７９）

Ｒ２　 ０．１４０１　 ０．００６５　 ０．１２１０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３００

Ｗａｌｄ （５） ８１．８３　 １１１１．６８　 ４４．８６　 ３５．２２　 ５４．７３

观测值 ４０７　 ４０７　 ４０７　 ４０７　 ４０７

　　注：同表２。

由表６和表７提供的信息我们发现，两个时间段内各参数估计值与表３和表４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有促进作用，但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改革与工业ＴＦＰ的正相关关系是不显著的。后一阶段所有制结构变

化对配置效率改善 （ＡＥＣ）的促进作用与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相比也有所下降，国有企业从业人

员占比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对配置效率改善的影响从２．７７％下降到２．６２％。
需要说明的是，涉及规模结构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稳健性较差。我们认为，一种可能的

解释是由于本文在主要分析部分和稳健性检验部分分别使用了产出和投入两种不同角度的度

量方式。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一方面，产出增长与各要

素投入增长并不一定成正比，而且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要素密集度也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大

型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更高，所以以产出和投入角度度量的产业集中度会存在差异。另一方

面，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只使用了劳动这一种投入对规模结构进行度量，如果发生偏向型技

术进步，即使忽略行业中不同规模企业的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在以产出角度度量的产业集中

度不变的情况下，换作以投入进行度量也会存在差异。从表１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中可以看

出，这种偏向型技术进步是确实存在的。因此，规模结构变量参数估计结果的变化并不影响

本文得到的关于所有制结构变化与工业ＴＦＰ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结论。相反，我们从参数估

计结果的改变中能够得到一个有意义的启示：采用总产值增长率来度量规模结构时，它与工

业ＴＦＰ增长负相关，而以劳动投入度量时这种负相关是不显著的，甚至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是

显著正相关的。这表明，大中型企业的资本深化程度较高，适当提高劳动投入能够更有效地

利用规模经济。两种度量方式下规模结构变化对配置效率改善大多表现出了积极作用，一种

可能的解释是大中型企业具有更加合理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即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状

况。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在工业企业资本－劳动比普遍偏高的情况下，
这种要素投入模式更适于大型企业，因此扩大企业规模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简言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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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结构变化与配置效率改善的正相关关系有可能是因为大中型企业促使产业集中度提高，改

善要素配置状况引起的，更大程度上是市场集中度的提高适应了当前要素配置状况，从而使

配置效率提高。由于稳健性检验中使用Ｒ＆Ｄ人员占比度量人力资本水平，与科技活动投入

有较强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０．７２１５），所以在表６、表７中出现个别与预期不相符的参数

估计值，可以认为这并不影响本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最后，表６、表７参数估计结果显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外资结构变化与工业ＴＦＰ呈现负相关关系，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外资结构变化开始

表现出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外资结构两个阶段的估计结果与表３、表４相比没有显著的

区别。以上分析充分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束语

本文详细测算了１９８９～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分行业总产值、增加值、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投

入等变量，使用随机前沿分析 （ＳＦＡ）方法对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增

长进行了估算，并将ＴＦＰ增长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 （ＴＣ）、技术效率变化 （ＴＥＣ）、规模

效率变化 （ＳＥＣ）和配置效率变化 （ＡＥＣ）四个效率变化指标。在控制了人力资本水平、外

资结构、规模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后，运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行业面板数据检验工业所有制结构

改革对ＴＦＰ增长及其四个分解指标的影响。进一步地，根据中 国 工 业 改 革 的 阶 段 性 特 征，
我们将考察期划分为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两个阶段分别进行了回归，从比较的视

角探讨了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对工业ＴＦＰ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ＴＦＰ年均增长率为５．３０９１％，划

分为两个时间段的增长率分别为３．０５５９％和７．９７２１％；第二，在考察期内，只有技术进步

基本保持了持续增长，进入２１世纪之后，技术进步逐渐取代配置效率改善成为工业ＴＦＰ增

长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改善和规模效率变化有不同程度的波动，２０００年以前配置效率改

善是工业ＴＦＰ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在２０００年以后配置效率改善明显放缓；第三，工业所有

制结构改革促进了工业ＴＦＰ增长，同时与配置效率改善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技

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改 善 的 影 响 不 显 著；第 四，将 考 察 期 划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进 行 回 归 后 发 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工业所有制结构对工业ＴＦＰ增长和配置效率改善的促进作用小于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年期间的促进作用；第五，外资结构的变化对工业ＴＦＰ的作用极为有限，人力资本水平和

科技投入对促进ＴＦＰ增长十分重要，并且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
中国工业依靠ＴＦＰ的提高实现可持续增长尚有很大空间，而保障ＴＦＰ增长的关键在于

进一步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结构改革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改善了资源配置状况。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结构改革对ＴＦＰ增长的促进作用与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相比出现明显下降，这表明简单降低国

有成分的比重或降低国企产值增长率并不是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全部内涵，更重要的是促

进资源在国企和非国企之间合理、自由流动。工业所有制结构改革对技术进步没有表现出显

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在信贷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的现实条件下，非国有企业难以获得对

自主创新至关重要的金融支持，同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物化在机器设备

中的体现型技术进步。外资结构变化对工业ＴＦＰ的作用也极为有限，这主要源于歧视性政

策导致的市场扭曲。因此，为了使所有制结构改革对ＴＦＰ增长以及技术进步表现出更有力

的推动作用，必须着力创造和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在新时期，推动工业领域的改革重点在

于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需要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等新形式，致力于改善资源配置状况，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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